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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病虫草害防治是水稻生产最关键的环节之一，科学正确的技术信息在提高农户病虫草害防控能力和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长江中下游流域 3 个省的 963 户水稻农户调查数据，采用 Probit 和
Tobit 模型，分析病虫草害发生和农户防治行为的现状，探讨不同技术信息来源对农户病虫草害防治行为的影响。

结果表明，在病虫草害层面，农户累计面临病虫草害发生种次 10 003 次，其中被农户防治的病虫草害种次占比

仅为 34.29%；在农户层面，平均每户的病虫草害防治率仅为 35.20%。中国多元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已经

形成，除个人经验外，农技员和农药零售店是农户获取技术信息的主要来源。相比于农药零售店提供的技术信

息，农技员提供的技术信息对农户病虫草害防治概率和病虫草害防治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农技员的技术

服务效果并未在不同类型的病虫草害防治中形成一致性结论。因此，政府部门应该建立农作物病虫草害监测制

度、深化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加强对农药零售店的技术指导与培训、鼓励统防统治等病虫草害防治商业服务体

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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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sources on farmers’ pest control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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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st control is one of the most necessary links in rice production. Scientific and correct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farmers’ pest control capability and ensuring the national grain 
security. Based on a survey data of 963 rice farmers in 3 province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est occurrence and farmers’ pest control behaviors by the Probit and 
Tobit models and discussed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sources on farmers’ pest control behaviors.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were total of 10 003 observations regarding pest occurrence for rice farmers, of which only 
34.29% of them were controlled by farmers at the pest observation level. In addition, the average pest control rate per 
farmer is only 35.20% at the farm level. A diversified rural social service system has been gradually established in 
China. In addition to personal experience, agricultural extension agents and pesticide retailers are the main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sources for farmers. Compared with that from pesticide retailers,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from 
agricultural extension agents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the probability and the rate of pest control. However, 
the technological service effects of agricultural extension agents have not reached a consistent level in the control of 
different types of pests.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establish a monitoring system for pests,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agricultural extension system, strengthen technological guidance and training for pesticide retailers, and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service systems for the pest control such as specialized and unified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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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虫草害防治已经成为“十四五”期间增强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农业生产面临

的诸多灾害风险中，病虫草害暴发是直接威胁国家

粮食安全的主要灾害风险之一 [1]。中国政府长期以

来重视病虫草害防治工作，2020 年通过的《农作物

病虫害防治条例》（国令第 725 号）从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角度对病虫草害防治作

出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相关研究表明，病虫草害

防治涉及农药施用范围、施用量、施用方法和施用

时间等技术知识，在农户缺乏相关专业技术知识的

前提下，技术信息是影响农户病虫草害防治行为的

关键因素 [2]。当前中国多元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已经初步形成 [3]，深入考察不同社会化服务提供

的技术信息对农户病虫草害防治行为的影响，对于

政府部门制定引导农户科学防治病虫草害和健全农

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农药在挽回由病虫草害发生所造成的粮食产量

损失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4-5]。大田试验发现，如

果农户在水稻生产中完全不施用农药防治病虫草

害，则病虫草害对水稻生产造成的产量损失将达到

77.94% [6]。正因为如此，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

水稻生产国家均在生产中高度依赖农药施用 [7-8]，且

在病虫草害防治层面和农户层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

农药过量施用问题 [9-10]。按不变价格计算，2016 年

中国水稻的单位面积农药费用为 233.29 元 /hm2，分

别是同期玉米和小麦单位面积农药费用的 3.47 和

3.20 倍 [8]。学术界关于水稻农户农药施用行为的研

究已经十分丰富。第一，许多研究基于利润最大化

理论 [11]，认为农药的最优经济施用量满足农药施用

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当农药的边际成本高于

边际收益时，则存在过量施用 [12-13]。有研究表明，

当前 96% 的水稻农户在经济意义上过量施用了农 
药 [14]。第二，也有研究以农户防治的病虫草害为研

究对象，发现水稻农户平均每次施用 2.2 种有效成

分的农药来防治 4.5 种病虫草害，通过将各有效成

分农药的指数施用量与参考农药的推荐施用量对比

后发现，农户在防治二化螟、稻飞虱和稻曲病等病

虫害时存在农药过量与不足施用并存的现象 [9]。第

三，有研究以每种有效成分农药的登记信息作为参

考，通过将水稻农户所施用有效成分农药的推荐防

治对象范围与实际防治的病虫草害种类进行对比，

发现水稻农户在防治次要病虫害时的农药正确施用

率偏低，仅为 17.5% [15]。

为引导农户科学施用农药防治病虫草害，学

术界对农户农药施用行为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充分探

讨。除农户风险偏好 [16]、农作物商品化率 [17]、种

植规模调整 [18]、家庭财产 [19] 和缺乏专业知识 [20] 等

因素导致的不科学防治行为以外，近年来许多研究

也开始关注技术信息来源对农户农药施用行为的影

响 [21-22]。如胡瑞法等 [23] 研究发现，农技员、农药

零售店、生产大户和亲戚邻居等均是农户获取农药

施用技术信息的渠道，其中农技员和农药零售店是

农户的主要技术信息来源 ；陈欢等 [24] 通过研究农

户的农药施用成本与施用次数，指出信息传递渠道

对农户农药施用行为有显著影响，且政府宣传和农

技培训渠道提供的信息有助于降低农户的农药施用

成本与施用次数 ；Jin 等 [25] 和 Schreinemachers 等 [26] 

的研究则发现，农药零售店提供的技术信息导致了

农户过量施用农药现象的发生。2006 年新一轮的政

府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虽然增加了农技员为农户

提供技术服务的时间，但却导致了基层农业技术推

广体系行政化较为严重的问题，其中政府农业技术

推广部门专业不对口人员的比例从 2002 年的 27%
提高到了 2015 年的 36% [3]。这可能导致农技员为农

户提供技术服务效果的降低。

综上所述，以往研究围绕农户施用农药防治病

虫草害行为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讨论。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以往研究从不同角度考察了农

户的农药过量和不足施用行为 [27]，但深入探索农户

是否防治农业生产中暴发的每一种病虫草害的研究

还较为不足。事实上病虫草害发生的时效性较强 [28]，

即一旦发生病虫草害，如果农户不及时防治或者错

过最佳防治期，就可能造成较大损失甚至农作物绝

收的风险 [29]。从技术信息来源的角度看，如果农户

能够在每次病虫草害暴发前获得准确的病虫草害防

治时间技术信息，则农户防治每一种暴发的病虫草

害概率将会增加 ；相反，如果农户不能获得准确的

病虫草害防治时间技术信息，则可能错过最佳农药

防治时期（即病虫草害已经在农田里发生时才进行

防治或来不及防治），那么将会对农作物产量造成

较大损失 [30]。目前尚未有研究就技术信息来源对农

户是否防治农业生产中暴发的每一种病虫草害的影

响进行深入探索。

鉴于此，本文试图回答三个科学问题 ：1）农

户在面临每一种暴发的病虫草害时是否选择施用农

药进行针对性防治，防治不同类型病虫草害行为之

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2）农户的病虫草害防治时

间技术信息由谁提供 ；3）不同部门提供的技术信

息如何影响农户的病虫草害防治行为。为了更好地

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利用长江中下游江苏、浙江和



农业现代化研究 第 42 卷902

湖北 3 个省的水稻农户调查数据，基于同一个样本

村内农户面临的病虫草害发生风险一致的假定，采

用 Probit 和 Tobit 模型，在分析农户是否施用农药

对每一次发生的病虫草害进行针对性防治的基础

上，探讨不同类型技术信息来源对农户是否防治病

虫草害和农户病虫草害防治率的影响。本文相较于

以往研究的价值在于从农户是否防治水稻生产中暴

发的每一种病虫草害这一新视角考察农户行为，并

探索技术信息来源对病虫草害防治这一重要农业生

产环节的影响。

1  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课题组 2016 年 10 月至 11
月对长江中下游流域水稻主产区江苏、浙江和湖北

3 个省的调查。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5 年长

江中下游流域稻谷总产量为 10 950.0 万 t，占全国

总产量的 51.6%，其中江苏、浙江和湖北 3 个省稻

谷总产量达到 4 324.6 万 t，占长江中下游流域稻谷

总产量的 39.5%。因此，本次调查的样本省份具有

代表性。

对于所选取的每个样本省，采用随机抽样的方

法选择样本县、乡、村和农户。具体而言，在每个

样本省，按照省内各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高低分成

2 组，从每组中随机抽取 2 个县 ；在每个样本县内，

按照同样方法选取 2 个乡镇，并进而选取 2 个村庄；

在样本村庄，随机抽取 20 个左右的农户进行入户

调查，并且通过询问村干部等方式获取样本村的基

本信息。由于在浙江省嵊州市崇仁镇随机抽样的样

本村中农户较少，故在崇仁镇多抽取了一个样本村

作为补充。因此，本次调查共包括 3 个省 12 个县

24 个乡 49 个行政村的 972 户农户。其中，由于有

9 户农户在水稻生产中完全不施用农药或者完全不

能提供病虫草害防治的相关信息。因此，本文最终

的研究样本为 963 户农户，并对每一户的最大水稻

种植地块进行投入产出调查。

为了达到本文的研究目的，课题组与经济学、

农学和植保学领域专家讨论，设计了一份半结构化

问卷进行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农户的个人与家

庭特征、病虫草害防治时间的技术信息来源和病虫

草害防治行为等相关信息。其中，农户的个人与家

庭特征主要包括户主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

农户的水稻种植总面积和家庭房产估值等 ；农户的

病虫草害防治时间技术信息来源主要包括个人经

验、农技员、农药零售店和其他技术信息来源 ；病

虫草害防治行为主要包括农药施用次数、农药的化

学名称与有效成分含量、农药施用量、农药价格和

防治目标病虫草害种类等。

1.2  概念界定

如何界定农户病虫草害防治行为是本文关注的

核心问题。鉴于病虫草害具有迁飞性，本文假定同

一个样本村内农户面临的病虫草害发生风险是一致

的，即同一个样本村内的病虫草害发生种类、时间、

范围和程度是一致的。将基于此假定研究农户在面

临每一种病虫草害暴发时是否施用农药对其进行针

对性防治的行为。

根据病虫草害的种类，本文分别定义了“防治

种次”和“发生种次”两个概念。其中，防治种次

即农户在整个水稻生长期内防治病虫草害的种类次

数 ；发生种次即样本村内所有农户防治病虫草害的

种类次数。由于发生种次的信息无法直接在农户调

查中获取，因此本文对病虫草害发生种次的处理方

法为 ：将同一样本村内每一位农户所提供的病虫草

害防治种次进行归纳汇总 ；去掉被重复防治的病虫

草害种类后即为该村病虫草害的发生种次。例如，

两个处于同一样本村内的农户 A 和 B，其中农户 A
在整个水稻生长期内防治了二化螟、稻飞虱和草害

这 3 种病虫草害 ；农户 B 在整个水稻生长期内防治

了三化螟和草害这 2 种病虫草害。对于农户 A 和 B
来说，其防治种次分别为 3 和 2 ；对于处于同一样

本村的农户 A 和 B 来说，其所面临的病虫草害发

生种次均为 4，分别为二化螟、三化螟、稻飞虱和

草害。

鉴于农户防治不同类型病虫草害时的行为存在

差异 [15]，本文根据当地农技员和植保专家的建议，

对农户防治的 30 种病虫草害按主要虫害、主要病 
害、次要虫害、次要病害和草害进行分类。其中，主

要虫害包括稻纵卷叶螟、稻飞虱和二化螟 ；主要病 
害包括稻瘟病和纹枯病 ；次要虫害包括蚜虫、小菜

蛾、蝗虫、大螟等 11 种虫害；次要病害包括立枯病、

霜霉病、稻粒黑粉病和疫霉病等 13 种病害。

1.3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第一类被解释变量为

定义在病虫草害层面的虚拟变量，即农户面临全部

病虫草害发生种次时是否施用农药对每一次发生的

病虫草害进行针对性防治，如果农户施用农药防治

该次病虫草害，则记为 1 ；否则，则记为 0。本文

的第二类被解释变量为定义在农户层面的病虫草害

防治率，即农户在整个水稻生长期内病虫草害防治

种次占病虫草害发生种次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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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键解释变量。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为农

户病虫草害防治时间的技术信息来源。当前，多元

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已经形成，不同类型的农

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均承担着向农户提供病虫草害防

治技术信息的职能 [23]。根据课题组在江苏、浙江和

湖北 3 个省调查的结果显示，在目前生产条件下，

农户个人经验、农技员和农药零售店是农户最主要

的技术信息来源。另外，有部分农户选择父母传授、

亲戚邻居和网络信息媒体等渠道获取病虫草害防治

时间的技术信息，但由于样本较小，为了保证估计

结果的无偏性，故将这类信息来源归类为其他技术

信息来源。因此，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加入了个人经

验、农技员和其他技术信息来源的虚拟变量，并以

农药零售店提供的技术信息作为对照。

3）控制变量。相关研究已经表明，农户的病

虫草害防治行为不仅受到技术信息来源的影响，还

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为此本文结合已有文献，

考虑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病虫草害发生类型的虚拟

变量（主要虫害、次要虫害、主要病害和次要病害，

以草害作为对照）、病虫草害发生的比例（主要虫 
害、次要虫害、主要病害和次要病害发生种次占全

部病虫草害发生种次的比例）、农户个人与家庭特

征和省份虚拟变量（江苏省和湖北省，以浙江省作

为对照）。

关键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中农户个人与家庭特

征的描述性统计具体详见表 1。

表 1　农户技术信息来源和个人与家庭特征的描述性统计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farmers’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sources and individual and family characteristics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及说明 均值 标准差

关键解释变量

个人经验 是否来自个人经验 ：1= 是，0= 否 0.35 0.48

农技员 是否来自农技员 ：1= 是，0= 否 0.34 0.47

农药零售店 是否来自农药零售店 ：1= 是，0= 否 0.15 0.36

其他技术信息来源 是否来自其他技术信息来源 ：1= 是，0= 否 0.16 0.37

控制变量

性别 男性 ：1= 是，0= 否 0.91 0.28

年龄 户主 2016 年的年龄（周岁） 57.67 9.50

受教育程度 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年） 6.71 3.29

种植总面积 农户的水稻种植总面积（hm2） 2.25 11.80

家庭房产估值 农户的家庭房产估值（×105 元） 3.52 16.67

1.4  模型设定

1）技术信息来源对农户是否防治病虫草害影

响的模型。本文首先在病虫草害防治层面构建一个

计量经济学实证模型，估计农户面临全部病虫草害

发生种次时是否施用农药对每一次发生的病虫草害

进行针对性防治。建立的模型具体为 ： 

0 1 2 3CON INF PD PROX uα α α α= + + + + + （1）

式中，被解释变量 CON 代表农户是否防治病虫草

害的虚拟变量，解释变量包括病虫草害防治时间技

术信息来源的虚拟变量（INF）、病虫草害发生类型

的虚拟变量（PD）、一系列体现农户个人与家庭特

征的控制变量（X）和省份虚拟变量（PRO）。u 是

随机误差项，α0~α3 是模型的待估系数。技术信息

来源对农户是否防治病虫草害的影响可能会因病虫

草害类型而异，进而本文对农户是否防治主要虫害、

次要虫害、主要病害、次要病害和草害分别进行估

计。鉴于被解释变量 CON 是一个二元虚拟因变量，

采用 Probit 回归模型进行估计。

2）技术信息来源对农户病虫草害防治率影响

的模型。本文在农户层面构建一个计量经济学模型，

估计技术信息来源对农户在整个水稻生长期内病虫

草害防治率的影响。建立的模型具体为 ：

0 1 2 3RAT INF PP PROXβ β β β ε= + + + + + （2）

式中，被解释变量 RAT 代表农户的病虫草害防治率，

解释变量包括病虫草害防治时间技术信息来源的虚

拟变量（INF）和各类型病虫草害发生比例（PP）。

ε 是随机误差项，β0~β3 是模型的待估系数。本文同

样对农户的主要虫害防治率、次要虫害防治率、主

要病害防治率、次要病害防治率和草害防治率分别

进行估计。鉴于被解释变量 RAT 是一个受限因变量，

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可能导致参数估

计存在偏差，因此采用 Tobit 回归模型进行估计。

2  结果与分析

2.1  病虫草害发生与农户防治行为分析

统计结果表明，963 户农户累计面临病虫草害

发生种次为 10 003 次，其中主要虫害、次要虫害、

主要病害、次要病害和草害发生种次分别为 2 886、

2 332、1 900、1 922 和 963 次（表 2），说明在水稻

生产中主要虫害的暴发最为频繁，这与 Widaw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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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31] 和 Sun 等 [15] 发现农户在水稻生产中杀虫剂施

用次数最多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在 10 003 次病虫草

害发生种次中，农户病虫草害防治种次为 3 430 次，

仅占发生种次的 34.29%，说明农户在面临超过 1/3
的病虫草害发生时并没有施用农药进行针对性防

治。如果从农户防治不同类型病虫草害的行为上看，

农户的次要虫害和次要病害防治种次仅占发生种次

的 8.75% 和 9.68%，说明水稻生产中次要病虫害的

暴发并不是农户的主要防治对象。Zhang 等 [9] 的研

究也提供了类似的结论，在水稻、玉米、小麦和棉

花生产中，农户在次要病虫害防治中普遍存在农药

不足施用的现象。

表 2　病虫草害发生种次与防治种次
Table 2　Number of observations regarding pest occurrence 

and control

病虫草害类型
发生种次

（次）
防治种次

（次）
比例

（%）

全部病虫草害 10 003 3 430 34.29

主要虫害 2 886 1 375 47.64

次要虫害 2 332 204 8.75

主要病害 1 900 755 39.74

次要病害 1 922 186 9.68

草害 963 910 94.50

注 ：发生种次和防治种次为 963 户农户累计面临的病虫草害发生
种次和防治种次。

统计分析结果还表明，农户面临主要虫害发

生的比例最高，平均每户面临主要虫害发生种次占

全部病虫草害发生种次的 30.48% ；草害发生的比

例最低，平均每户面临草害发生种次占全部病虫草

害发生种次的 10.19%（表 3）。对于农户的病虫草

害防治率来说，平均每户的病虫草害防治率仅为

35.20%，如果从主要虫害、次要虫害、主要病害、

次要病害和草害的角度分析，平均每户的防治率分

别为 47.65%、8.15%、39.41%、9.41% 和 94.50%。

表 3　病虫草害发生比例与防治率
Table 3　Proportion of pest occurrence and control rate

病虫草害类型 发生比例（%） 防治率（%）

全部病虫草害 - 35.20

主要虫害 30.48 47.65

次要虫害 22.06 8.15

主要病害 19.80 39.41

次要病害 17.47 9.41

草害防治 10.19 94.50

注 ：发生比例为 963 户农户面临各类型病虫草害发生种次占全部
病虫草害发生种次比例的平均值 ；防治率为 963 户农户各类型病
虫草害防治种次占病虫草害发生种次比例的平均值。

2.2  技术信息来源与病虫草害防治率分析

按照病虫草害防治时间的技术信息来源进行分

类，以描述农户病虫草害防治率与信息来源之间的

关系。在全部病虫草害防治中，选择农技员的农户

平均病虫草害防治率达到 37.35%（表 4），是 4 种

技术信息来源中病虫草害防治率最高的信息来源，

分别比选择个人经验、农药零售店和其他技术信息

来源农户的平均病虫草害防治率高出 2.14、3.82 和

5.15 个百分点。但从防治不同类型病虫草害的角度

上看，农技员提供技术信息服务的效果存在差异。

如在主要虫害防治中，选择个人经验农户的平均主

要虫害防治率达到 49.36%，是 4 种技术信息来源中

主要虫害防治率最高的信息来源 ；在次要病害防治

中，选择其他技术信息来源农户的平均次要病害防

治率达到 11.74%，是 4 种技术信息来源中次要病害

防治率最高的信息来源。

表 4　不同技术信息来源农户的病虫草害防治率（%）
Table 4　Farmer’s pest control rate by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sources

病虫草害类型 全部 个人经验 农技员 农药零售店 其他技术信息来源

全部病虫草害 35.20 35.21 37.35 33.53 32.20

主要虫害 47.65 49.36 49.34 44.37 43.44

次要虫害 8.15 8.11 7.87 8.46 8.55

主要病害 39.41 38.39 44.80 32.07 37.10

次要病害 9.41 9.13 9.71 6.89 11.74

草害 94.50 92.26 95.41 93.79 98.06

样本数 963 336 327 145 155

2.3  技术信息来源对农户是否防治病虫草害的影响

以从农药零售店获取病虫草害防治时间技术信

息为对照，分析技术信息来源对农户是否防治病虫

草害的影响。Probit 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农技员可

以使得农户防治病虫草害的概率显著提高。在其他

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相比于农药零售店提供的病虫

草害防治时间技术信息，农技员使得农户防治病虫

草害的概率在 1% 水平上显著地提高 5.0%（表 5）。

如果从防治不同类型病虫草害的角度看，技术信息

来源对农户是否防治病虫草害行为的影响存在差

异。在主要虫害防治中，相比于农药零售店提供的

病虫草害防治时间技术信息，个人经验和农技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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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技术信息来源对农户是否防治病虫草害的边际影响
Table 5　Marginal effects of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sources on whether farmers control pests

变量 病虫草害 主要虫害 次要虫害 主要病害 次要病害 草害

个人经验  0.026 0.053* -0.020  0.075** 0.005 -0.014

农技员  0.050*** 0.057* -0.016  0.118*** 0.022 0.003

其他信息来源  0.025 0.025 -0.018  0.026 0.031 0.029*

主要虫害 -0.450*** - - - - -

次要虫害 -0.580*** - - - - -

主要病害 -0.426*** - - - - -

次要病害 -0.528*** - - - - -

男性  0.005 0.024 -0.004 -0.007 0.007 -0.019

年龄  0.001 0.000 0.001  0.003* -0.001 -0.001

受教育程度  0.002 0.002 0.001  0.009** -0.003 -0.001

种植总面积  0.002*** 0.002 0.000  0.003** 0.001 0.003*

家庭房产估值 -0.001** -0.001 -0.001 -0.002** -0.000 0.002

省份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10 003 2 886 2 332 1 900 1 922 963

注 ：*、** 和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由于篇幅限制，表中未汇报实证模型的稳健标准误。

以使农户防治主要虫害的概率在 10% 的水平上显

著地提高 5.3% 和 5.7%，在主要病害防治中也得到

了类似的结论。但在次要虫害、次要病害和草害防

治中，相比于农药零售店提供的病虫草害防治时间 
技术信息，个人经验和农技员提供的技术信息并没

有显著提高农户防治次要虫害、次要病害和草害的

概率。

农户是否防治病虫草害因病虫草害发生类型

而异。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与防治草害相

比，农户防治主要虫害、次要虫害、主要病害和次

要病害的概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地降低了 45.0%、

58.0%、42.6% 和 52.8%（表 5）。该结果表明，农户

在水稻生产中，施用农药防治草害的概率最高。上

述结果也与已有研究的结论相一致，Huang 等 [32] 和

Sun 等 [15] 的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国除草剂施用量快

速增长，且农户正确施用除草剂的比例显著高于防

治其他类型病虫害时正确施用农药的比例，这表明

农户在水稻生产中已经逐渐掌握了除草剂施用的相

关技术知识，且习惯施用除草剂来替代人工除草。

户主的年龄、受教育程度、种植总面积和家庭

房产估值对农户病虫草害防治概率产生显著影响。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户主的年龄每增加 1 周

岁，其防治主要病害的概率将会显著增加 0.3% ；户

主的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1 年，其防治主要病害的概

率将会显著提高 0.9% ；农户的种植总面积每增加 
1 hm2，其防治草害的概率将显著提高 0.3%（表 5）。

此外，家庭房产估值对农户是否防治病虫草害产生

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家庭房产估值越高，农户防

治病虫草害的概率越低。

2.4  技术信息来源对农户病虫草害防治率的影响

以从农药零售店获取病虫草害防治时间技术信

息为对照，分析技术信息来源对农户病虫草害防治

率的影响。Tobit 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在其他因素不

变的情况下，相比于农药零售店提供的病虫草害防

治时间技术信息，农技员提供的技术信息使得农户

病虫草害防治率在 5% 的水平上显著地提高了 4.001
个百分点（表 6）。结果还表明，技术信息来源对农

户病虫草害防治率的影响在不同类型病虫草害防治

间存在差异。在主要病害防治中，与农药零售店提

供的病虫草害防治时间技术信息相比，农技员可以

使农户的主要病害防治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地提

高了 12.391 个百分点，但是对主要虫害、次要虫害、

次要病害和草害的防治率并未产生显著影响。与表

5 的估计结果相一致，在主要病害防治中，与农药

零售店提供的病虫草害防治时间技术信息相比，凭

借个人经验农户的防治率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提高

了 7.456 个百分点。

农户病虫草害防治率也与病虫草害发生比例相

关。主要虫害、次要虫害、主要病害和次要病害的

发生比例每提高 1 个百分点，农户的病虫草害防治

率将分别显著降低 7.658、5.575、4.427 和 5.618 个

百分点（表 6）。此外，农户个人与家庭特征同样对

病虫草害防治率产生显著影响。在其他因素不变的

情况下，户主的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1 年，其主要病

害的防治率将提高 0.960 个百分点 ；农户的种植总

面积每增加 1 hm2，其草害的防治率将提高 0.306 个

百分点。此外，农户的家庭房产估值同样对病虫草

害防治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



农业现代化研究 第 42 卷906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研究表明，农户的技术信息来源呈现多元化特

征，而不同部门提供的技术信息对农户病虫草害防

治行为产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农技员向农户提

供的病虫草害防治时间技术信息提高了农户防治病

虫草害的概率，提高了农户的病虫草害防治率。但

农技员提供的技术信息对农户病虫草害防治行为的

影响在不同类型病虫草害防治中存在差异，除了在

主要病害防治中由农技员提供的技术信息可以显著

提高主要病害的防治概率与防治率以外，农技员提

供的技术信息并不能显著改善农户防治其他类型病

虫草害的行为。原因可能与新一轮基层农技推广体

系行政化改革导致的专业农技员占比较低和政府公

共服务能力弱化相关。

本文揭示了技术信息来源对水稻农户病虫草害

防治行为的影响，但依然在两个方面存在不足 ：第

一，中国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病虫草害发生情况

迥异，技术信息来源在不同作物生产中对农户病虫

草害防治行为的影响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仅以

水稻农户作为样本可能限制了研究结论的推广性 ；

第二，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为农户是否施用农药对

每一次发生的病虫草害进行针对性防治，但由于技

术条件的限制，无法捕捉到那些未防治的病虫草害

对水稻产量的影响。因此，在未来条件满足时，既

要进一步考察技术信息来源对农户在其他农作物生

产中病虫草害防治行为的影响，也要就农户病虫草

害防治行为对农作物产量特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影

响进行更加深入和全面的讨论。

3.2  建议

1）建立农作物病虫草害监测预报制度，为农

户提供及时有效的病虫草害发生及防治的信息服务

与技术指导。与此同时，政府部门应通过加强技术

示范等措施，使农户充分了解防治次要病虫害对挽

回农作物产量损失的重要性，从而提高农户防治次

要病虫害的概率，改善农户病虫草害防治率偏低的

现状。

2）深化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停止一些地方政

府推行的农技推广机构行政化改革，完善公益性和

经营性农技推广协同发展机制，通过加大政府购买

服务力度或补贴等形式，鼓励农技人员为农户提供

更多的专业技术服务 [33]。

3）加强对农药零售店的技术指导与培训，鼓

励统防统治等病虫草害防治商业服务体系的发展。

政府部门应制定针对性的管理政策对农药零售店进

行定期的技术指导与培训，引导农药零售店为农户

提供及时准确的病虫草害发生时间技术信息。此外，

应开展以农技推广部门、专业合作社、农药零售店

和农业科技服务公司等为主体的多元化统防统治服

务体系建设工作，鼓励统防统治的发展，提高农业

生产中病虫草害防治的同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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